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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内容摘要】在清至近代山东地区，随着人口的快速增长，人均耕地不断减少。在技术

和制度变革长期停滞不前的情况下，过剩的人口不能有效地向非农业部门转移，农业

生产开始走上“内卷化”的道路。“内卷化”具体表现为，生态环境破坏、粮价上升、贫困化

加剧、职业结构分化等经济社会紊乱现象就不断加剧。在农业生产“内卷化”惯性的驱

动下，大量的贫困的人口四外谋生，最终导致了“闯关东”移民潮的形成和不断扩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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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宗智在研究华北小农经济的过程

中，论述了“内卷化”理论，其基本含义是指

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，过快增长的人口

不能有效地向非农业部门转移，只能过量

地投到农业生产中，靠深化耕作增加产出

以维持生存。“内卷化”增长不是通过技术

的改进，制度变革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实现

的，“内卷化”的增长伴随着的是单位劳动

力边际报酬的递减，是一种“没有发展的

增长”。黄宗智还认为，人口压力常使冀—

鲁西北平原贫农农场劳力的边际报酬降

至雇佣劳动工资和家庭生计需要之下，使

小农经济逐渐变成一种“糊口经济”[1]。黄

宗智的“内卷化”理论虽不完美，但它有力

地解释了清代以来华北地区的人口压力

与“闯关东”移民潮的形成的原因。在“闯关

东”移民潮中，山东移民构成了“闯关东”

移民的主体，本文拟以山东地区为中心对

“内卷化”与“闯关东”移民潮之间的关系做

一番研究，以揭示“闯关东”移民潮形成与

演变的深层原因。

一、人口过剩与“ 内卷化”的

形成和加深

清朝初年，政府的招集流散、取消“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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饷”加派、“更明田”等措施，使山东经济和

人口都得到很大的发展。从顺治十八年到

康熙二十四年，山东人口数由 7，038，948 口

增长到 8，443，892 口[2]。康熙时宣布“盛世

滋生人丁，永不加赋”[3]，使人口增长摆脱

了赋税的束缚。雍正时推行“摊丁入亩”的

经济政策，取消人丁税，使山东人口猛增。

从雍正二年到乾隆三十二年，山东人口由

11，391，000 口迅速增加到 25，634，000 口，

四十三年间增加了一倍多[4]。虽然乾隆之

后山东人口增长速度有所减缓，但人口数量

仍居高不下，总数仍在增加。到光绪二十四

年，山 东 地 区 的 人 口 达 到 37，789，000 口。

此后，随着政治的腐败、经济的衰退，加上

外敌入侵、灾荒的加重，人口开始出现负

增长，到宣统时期，山东地区的人口降至

29，556，688 口[5]。

清代山东人口增长对农业发展具有

重大的影响。传统农业经济存在和发展的

前提是一定数量的人口和一定数量土地

相结合，人口增长必需有相应耕地增加。

在清初，山东人少地多，人口的增长和经

济的发展相互促进，人口增长促进了土地

垦殖的扩展和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，土地

垦殖的扩展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反过来又

进一步促进了人口的增长。清初山东耕地

大量抛荒，清政府采取各种措施鼓励人民

开垦荒地。雍正元年，“户部议准山东等处

间旷之地，令各州县卫所确查，如有未垦

荒地，有无从前种地之人，劝谕开垦，有力

者令自备牛种，无力者官给牛种”[6]。在各

种措施的鼓励下，耕地面积迅速扩大，从

顺治十八年到康熙二十四年，二 十 四 年

间 山 东 的 耕 地 由 74，133，665 亩 扩 展 到

92，526，840 亩，增加了 18，393，175 亩[7]。

由 于 受 地 域 范 围 大 小 的 限 制，土地的垦

殖不能无限的扩展，到乾隆时期，山东地

区的易垦地基本垦殖完毕，但人口仍在快

速增长之中，传统的农业社会难以容纳大

量新增的人口，势必造成人口过剩，反过

来又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。人口过剩与

否并不取决于人口的绝对数量，它是与一

定的社会生产方式和生产力水平相联系

的。传统农业社会的主要特点就是技术停

止不前，生产力发展缓慢，人口增长缺乏

有效的控制办法。如到民国时，山东“农器

仍沿旧制，农作类用旧法，无机械水利施

肥化土杀虫之种种科学作用，以故收获不

丰”[8]。技术上停滞不前，制度上也缺乏创

新，以致生产力发展缓慢，长期徘徊不前。

与生产力发展缓慢相反的是，人口增长却极

为迅速。这主要是因为传统社会中人口生产

基本处于自发状态，有效控制人口增长的措

施很少[9]。重视传宗接代的伦理观念也在鼓

励人口增长，而且国家也不限制人口增长，

经常鼓励人口增长，把人口众多看成国家强

盛的象征。由于上述主客观方面的原因，自

乾隆时期开始，山东地区的人口过剩程度不

断提高，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沉重负担，农

业生产的“内卷化”难以避免。

二、“ 内卷化”与社会经济紊乱性的

加剧

随着“内卷化”程度不断加深，社会经济

的紊乱性也不断加剧，主要表现为土地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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殖的深化与生态环境的破坏，粮食需求的

增加与粮价的上升，贫困化与饥荒的不断，

小农职业分化与外出谋生。

1.土地过度垦殖与生态环境破坏。在

农业生产的“内卷化”压力下，山东地区

的山区、丘陵、河滩被大量开发。由于自

清中期新垦耕地大多为“民间垦山坳石

隙尺寸地”，十分贫瘠，收成极低，加之生

态环境的脆弱，造成严重的后果。如在沂

水县不宜五谷的荒山，由于“贪利愚民开

垦”“虽种杂谷，一遇旱年，颗粒不收”[10]。

莱芜县“由于生齿之日蕃，而实由于低田

之逼仄也”。“每山暴涨，冲没良田不可胜

计”。“开山愈多，而良田之冲没益甚，草树

既尽，土松石露，一雨未毕，沙石堕下，低

田乃益受其害，垦一冲十，得不偿失，而山

田遇水溃堰，即化为乌有，更不足恃人，第

知山田既开田倍于昔，而不山田即开更少

于昔也。昔人谓开不毛之土，而病为谷之

田利无税之傭，而瘠有税之户正谓此也。

当事者知其利而不知其弊，而妄意可以升

科足国，故有此议。夫冲没之低田，其赋役

自若也。而不可恃之山田，又复升科民将

所聊赖上年”[11]。 

2.粮食需求增加与价格上升。粮食是

传统农业社会中的主要商品。人口的增长

粮食需求量的不断增大。由于粮食产量增

长缓慢，粮食供给增长的速度远远跟不上

人口的增长速度，致使人均粮食占有量在

总体上不断下降，粮价不断攀升。从清代

的雨雪粮价中可以看出，从乾隆四年到鸦

片战争前，山东济南府的粮价虽有起伏，

但总体呈现出上升的趋势，而且上升的幅

度比较大。以大米为例，从乾隆四年到道

光十六年，大米的价格由 1.91 石 / 两变为

3.45 石 / 两，上升了近一倍（3.45 石 / 两－

19.1 石 / 两=1.54 石 / 两）[12]。粮 价 的 上 升

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，其中一个重

要的因素就是人口增长，这已经不能再用

“丰则米贱，歉则米贵”加以解释了。如康熙

帝在谈及粮价上升的原因时说：“今岁不特

田禾，（粮价上涨）皆由人多地少故耳。”[13]

乾隆皇帝对粮价上升的原因也有同样的

看法，他在一首题为“民数谷数”的诗中说：

“谷数较于初践祚，增才十分一倍就，民数

增乃二十倍，固常太平滋生富。以二十倍

食一倍，谷价踊贵理非谬。谷贵因之诸物

贵，何怪近利居奇售。”[14]

3.贫困化加剧与饥荒不断。粮价的上升

导致社会生活贫困化不断加剧。清代财政

赋税恪守“经制有常”的原则，由于物价上

涨，以致财政困难越来越严重。以国家公职

人员为例，全国督抚以至州县牧令的养廉

银总额，直到晚清始终限制在三百数十万

两上下[15]。国家公职人员的俸禄不敷日用，

下层人民的生活也是非常贫苦的。景甦、罗

仑曾用山东地主太和堂的雇工老赈对光绪

三十四年至宣统二年太和堂的工价进行了

研究，结果是：长工年薪二万二百文（制钱）；

短工日工资为一百二十四文（制钱），当时

高粱的价格是每斗（50 斤）三千六百文，若

把当时雇工的平均工资折成高粱，那么长

工的年薪只合 5.89 斗（294.5 斤），短工的日

工资只合 0.035 斗（1.75 斤）[16]。工价如此低

廉，难以维持生存。小农境遇也是如此。雍

正《齐河县志》载，齐河“人贫地瘠，家鲜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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藏，四一开者衣不蔽膝，家数口者，肉不知

味，遇岁旱涝，则啼饥号寒，比比皆是。”[17]

道光《济河县志》也载：齐河“地冲役繁，农

人竭力耕作以给公私，未能有所盈余，有水

旱则称贷。”[18] 关于人们的饮食状况，道光

《荣城县志》记载：“至日食常佐，若番瓜番薯

菔蔓菁几与五谷同其珍重，谚曰：田家饭菜

一半。”[19] 小农在正常的年景下终年粗粝，

糠菜半年粮，一遇天灾人祸便陷入破产饥

荒的深渊。	

4.职业分化与出外谋生。社会分工以

人口数及人口密度作为物质前提。《登州府

志》载：该府“无五十里之平壤，食货所资

惟田农拙业，而地狭人稠不足以更费，其山

民务茧丝，海民竞渔盐……若夫操末业走

四方者多营末富。”[20] 在黄县，由于“地狭

人稠，有田者不数家，家不数亩，养生者惟

贸易为计”[21]。“民多畜牧之利，水居兼利

鱼虾，山居兼利薪刍果木，附郭而居兼利蔬

菜果……总黄之民而计之农十之三，士与

工十之二，商十之五”。非农业人口是农业

人口的二倍多[22]。康熙《齐东县志》记载，

该县“土地硗瘠，计其所入仅足以糊口，而

赋徭婚丧之一费无所藉，惟恃纺花织布。男

妇昼夜之所作，自农工之外只此一事，是以

远方大贾往往携重资购布于此，而士民赖

以活”[23]。在人口的压力下，小农不能自给

自足，经营商业以补充农业生产的不足是

小农经常性的兼业行为，后来有些人弃农

经商，发展成为专门的商人。如武定府海

丰县，当地人逐“鱼盐之利，富者多夹资贸

易”“或贩梨枣，买舴艋，下江南，争逐什一，

农事不讲久矣”[24]。在章丘县，“居十之五，

商居十之三，士与工各居十之一”[25]。曹州

府“四民之业，农居六七，贾居二三”[26]。东

平州“四民之业，农居十六，贾居一二”[27]。

人口压力导致一些人口从农业中游离出

来，从事商业等经营活动四处寻求谋生道

路，这并非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现象，而是

由于“内卷化”所致。

三、“ 闯关东”移民潮的形成与演变

在清至近代，山东“内卷化”不断加重，

人们不能正常的生活，经常出现大规模的

向东北移民，这与两地不同的生存环境密

切相关。东北松辽平原，土地肥沃、物产丰

富，且东北地区人烟稀少，大部分处于荒

野未开、崇山未辟的状态。1771 年东北人

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平均 0.7 人，而直鲁

豫地区则平均为 129.2 人[28]。东北地区可

开发的潜力巨大。此外，东北土地税轻、地

租少、粮价低，山东与盛京，一海之隔，片

帆可渡，海岸处处可泊船登陆，“闯关东”谋

生比较容易。在山东人口压力之下，自清

初以来，山东地区就有人“闯关东”谋生。

依据清政府对移民的不同政策，“闯关东”

移民可以分为三个时期。

1.招垦时期（1644-1667 年）。明末清初

长期战乱，关外社会经济破坏很大，汉人逃

亡，满人入关，关外人口锐减。为充实东北，

顺治八年清政府谕令，“民人愿出关垦地

者”，山海关造册报部，“分地居住”[29]。十年

又颁布了《辽东招发开垦例》，鼓励关内人

到东北垦荒，规定“招至百者，文授知县，武

授守备；六十名以上，文授州同、州判，武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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千总……招民多者，每百名加一级，所招民

每日给粮一斗，每地一垧给种六升，每百名

给牛二十只”，并“免交三年钱粮。”[30]在清

政府政策的延招下，山东人“移民实边”，很

多县志都有记载，如宣统《新民府志》载，当

时山东人至新民府的甚多[31]。光绪《绥中县

乡土志》也载，绥中在招垦令颁行后，“所招

之民，山东居多”[32]。　

2.封禁时期（1668-1860）。由于清政府

担心大量汉人涌入“龙兴之地”东北会损

害满洲的固有风俗和八旗人的生计，康熙

七年清政府废招垦令，推行封禁政策，乾隆

时尤为严厉。但由于山东地区“内卷化”越

来越严重，为了摆脱日趋严重的生活压力，

大量山东人不顾禁令“闯关东”谋生。如乾

隆十二年山东贫民出关者甚众，“古北口等

处，流民四出，近日至二三千人之多”[33]。由

于山东与盛京一海之隔，山东人还经常有

渡海“闯关东”。清政府对此也严加防范。乾

隆三十九年清廷谕，“凡有东省民人航海来

奉者，饬令沿海各州县实力稽查，如无该处

地方官印票之人，即行照例违籍在案……

私渡民人如系奸匪党羽，潛迯来奉自应严

审办理，不使漏网”[34]。为严禁非法移民，清

政府多次重申私渡禁令，“奉天未经入册流

寓民人并私垦地亩，俱限以二年首报”“流

寓者一概严行禁止，倘仍有私渡，一经盘

获，从重治罪”[35]。

3.开禁时期（1861 后）。在封禁政策下，

山东人仍大规模地“闯关东”。咸丰十年清

政府不得不开禁。其原因有：一是清政府害

怕饥荒激化社会矛盾。由于社会经济“内

卷化”、天灾人祸等原因，山东地区经常出

现大量人口“闯关东”逃荒。封禁只能导致

矛盾激化，故不得不松弛禁令。二是东北旗

人、官庄地主需要更多的劳力。如奉天将军

何兰就曾奏称，“商贾工匠及单身佣工五项

之人，为旗民所资借，势难禁阻”[36]。三是东

北“地方官吏对于流民非特不照章取缔，抑

且欢迎助长……对于流民之垦地，且伺适

当之时期没收归官，另由官方认可佃权而

增加收入”[37]。在山东等地人民不断的“闯

关东”浪潮下，嘉庆十五年清政府承认，各

该管官总未实力奉行，以致每查办一次，辄

增出新来流民数千户之多，总以该流民等，

业已聚族相安，骤难驱逐……查办流民一

节，竟成具文[38]。实际上禁封政策并不能阻

挡山东人“闯关东”。清政府不得不废除了汉

人出关垦殖的禁令。之后，山东人“闯关东”

的移民潮像开闸的洪水一样，以不可遏制

之势涌入东北。 

四、余论

“闯关东”移民贯穿清至近代，从总体上

看，移民潮具有持续性和不断扩展的趋势，

但早期数量和速度有限，清代中期加速，清

末达到顶峰。“闯关东”移民潮具有数量大、

范围广、自发性特点。这是山东地区“内卷化”

程度不断加重的表现。人口的快速增长，农

业经营的“内卷化”模式逐渐形成不断加深，

在生活的逼迫下，贫困交加的小民只能外出

寻找出路，从而引起“闯关东”移民潮。山东

人“闯关东”是在山东地区的内部压力和东北

地区吸引力的推拉下形成的。“闯关东”固然

有中央和地方政府实行移民实边政策，积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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招垦，以及东北地区优越的经济环境所带来

的引力；但根本的驱动力还是山东地区社会

经济“内卷化”程度不断加重。地租沉重、赋

税繁多、灾荒连年、匪患猖獗、社会动乱，只

不过是社会经济“内卷化”的外在表现和“闯

关东”的直接原因。自然灾害、地租赋税在

传统社会中无时不在，灾害和租税沉重不能

从深层次上解释如此长时间大规模的“闯关

东”移民潮。人多地少，社会经济“内卷化”才

是“闯关东”移民的深层原因。因为人多地少

才能为地主增加地租提供可能，而社会经济

贫困化，政府增加赋税收入仍然财政不足，

以至于有灾无力赈，饥荒不断，这又进一步

为地主进行土地兼并提供了机会。饥荒、动

乱，流民涌动是生存资源严重匮乏的反映。

中国传统文化是 “农耕文化”，世代定居，安

土重迁是它的基本特征，除非受到严重的生

存威胁，否则人们是不会轻易离开故土远去

他乡的。清至近代山东等地区大量人口 “闯

关东”谋生，反映了这些地区社会经济“内卷

化”程度之严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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